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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伟大的物理学家黄昆先生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

朱邦芬，凝聚态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与黄

昆先生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

作“黄-朱模型”；关于半导体量子阱中激子旋量态理论和半导体超晶格

拉曼散射的微观理论，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现从事凝聚态物理理论

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受限小量子系统物理和半导体光物理。

黄昆先生是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世界级物理

学家，是中国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的一代宗师。

1942—1944年，黄昆在西南联合大学攻读硕

士研究生，师从吴大猷先生，与杨振宁、张守廉结成

半个多世纪的友谊。1945—1948年，黄昆在英国

布列斯托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莫特，并

获得博士学位，这对于黄昆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学术

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攻读博士期间，他

完成了 3篇学术论文，论文《稀固溶体的X射线漫

散射》在理论上预言了“黄漫散射”，另一篇论文为

固体物理中著名的金属电子介电屏蔽的“Friedel振
荡”奠定了基础。1948—1951年，黄昆在英国利物

浦大学理论物理系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并访问英国

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图1）。期间，他建立了离子

晶体长波长光学振动的唯象方程“黄方程”；提出了

“声子极化激元”的概念；提出的“黄-里斯理论”是

固体中杂质缺陷上的束缚电子态之间的多声子光

跃迁和多声子无辐射跃迁理论的奠基石。

黄昆与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马克斯·玻恩教授合著《晶格动力学理论》。

这部专著问世后，60多年来多次出版并一再重印，

被译成多国文字，是关于晶格振动及其相关效应，

如拉曼散射、瑞利散射、红外光谱、比热和弹性等理

论的经典著作，成为该领域几代科学家的入门指导

卫夏雯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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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和必备参考书。至今为止，该著作依然是国际晶

格动力学领域的权威著作。

此时，年仅32岁的黄昆的学术研究，已经在国

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1 处于研究巅峰状态的黄昆回国前后

“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s a differ-

ence” ——黄昆

新中国建设，需要大批现代科学技术专家，更

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

1951年底，黄昆怀着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殷切之

情，踏上了回国的路程。作为一名已享誉世界的青

年科学家，他毅然中断自己已经从事多年且卓有成

效的研究工作，放弃个人科学生涯进一步获取重大

成就的机遇，应邀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教授。

考虑到当时国家建设急需大批理工科人才，因

此，他在北京大学完善和加强了普通物理教学体

系，创建了中国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两门课程的

教学体系。大批向科学进军和建设祖国的栋梁之

才、大批从事“两弹一星”研制及国防建设的科技人

员都曾经聆听过他的授课。黄昆在多年授课讲义

基础上编写的《固体物理学》、与谢希德教授合著的

《半导体物理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理工

专业学生和科研人员的教材和参考书（图 2）。黄

昆在人生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全力以赴从事教学

工作，把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了祖国，为中国培养几

代半导体科学技术专门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黄昆与杨振宁是西南联合大学研究院的同班

同学（图 3），1944年同时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

1945年同月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杨振宁去了美国，

黄昆去了英国。出国后，他们虽不常通信，但是每

次提笔写信都很长，敞开心扉交流与讨论问题。

1947年4月，黄昆在给杨振宁的一封信中写道：“当

我有时告诉别人，我一两年后回中国，他们常有疑

图1 20世纪40年代黄昆在英国
图2 中国半导体物理两位先驱：

黄昆先生（左）与谢希德先生

图3 黄昆和杨振宁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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讶的表现，虽然我难以想象我们怎样或能影响多少

国运，但我们衷心地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

——makes a difference。”其实，早在黄昆与杨振宁

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就约定，毕业后准备出国，

回国之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中心。

“黄先生对杨先生说，成功地在中国建立这样

的一个科学研究中心，其重要性要比获得诺贝尔奖

的价值还要高。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科学家当

年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信念是根植于心、十分坚

定和纯洁的。”朱邦芬院士说。

“在英国的6年是黄昆先生做研究最有创造力

的时期，他在固体物理学的一些新研究领域有好几

项工作引领世界。如果黄昆先生继续留在国外，他

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将不可估量。但是，他回国以

后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顶尖科学技术专家，对中国

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激励了

新一代的教育工作者为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做出新

的贡献。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其重要性和价值远

远超过了个人在研究上的成就，黄昆先生自己就是

这样认为的。”朱邦芬院士在谈到黄昆先生回国后

对中国高等教育所做出贡献时这样说。

2 “剥笋式”的发问——第一次与黄

昆先生见面

“进半导体研究所之前，我早就听说过黄先生

的成就，很早就久仰黄先生大名。”朱邦芬院士说。

1981年，朱邦芬从清华大学固体物理专业研

究生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物理研究室

理论组工作。1981年3月的一天，朱邦芬第一次到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与黄昆先生面对面交谈

（图4）。
“其实那是一个非正式面试，就我和黄先生两

个人，地点在黄先生的办公室。黄先生问我最近在

关心什么物理问题，我提到无序系统的电子态和晶

格振动，当谈到晶格弛豫时黄先生非常感兴趣，因

为当时黄昆先生正在统一无辐射多声子跃迁的 3
种理论，而晶格弛豫正是其理论基础。”朱邦芬院士

回忆到。

“黄先生的面试很有意思，像剥笋一样。他先

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接着根据面试者的回答，

一层一层地深入，一直追问下去，直到答不出来为

止，再换一个问题。这样黄先生基本了解了面试者

对一个问题的认识、理解深度、思路以及思考能

力。这样的面试通常是没有办法准备的，问题是即

兴式的，完全可以测试出面试者学术研究的真正水

准和能力。”朱邦芬对此深有体会。就这样，朱邦芬

正式进入黄昆先生所在的物理研究室理论组研究

和学习。

黄昆先生认为，研究生已经不再单纯是学生，

不应被动地接受书本上的知识，而是研究者，应在

掌握比较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上，有自己的想法并

可以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因此，黄先生对学生提问

题和考试也是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这样能筛选

出优秀的具有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的研究工作者，

而不是应试教育培养的高分生。

3 “三驾马车”改变科研工作面貌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是由中国科学院物

理所半导体研究室发展而来的，当时国家非常重视

半导体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1977年，邓小平

同志直接点名黄昆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

长。为了让黄昆先生专心领导科学研究，还专门配

备了一位党委书记和一位副所长分管政治思想工

作和行政管理事务，构成了小平同志“三驾马车”办

研究所的试点。在国际物理界沉寂了近 30年以

图4 黄昆先生（右）与朱邦芬先生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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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黄昆先生又重新在科学界活跃起来。

黄昆1977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工作，直到 2005年去世，在他的领导下，全所科研

水平、学风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发生了十分显著

的变化。

在黄昆到半导体所以前，半导体所研究人员常

用“炒菜式”科研来形容当时的研究方式。朱邦芬

说：“当时半导体研究所科研人员研制新型半导体

材料和集成电路，基本上是跟踪国外的研究。科研

工作通常是凭经验改变原料配比和工艺条件，有点

像中国式‘炒菜’，通过大量试验，运气好的时候，烧

出一炉质量特别好的样品，做出一批性能特别高的

管子或片子；大部分时间却达不到较高的水准。然

而长期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技术水平、工艺水平得

不到提高，谈不上产业化，而且几乎没有原创性的

研究成果，基本没有摆脱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

被动局面。”

“黄昆先生到半导体研究所后，彻底改变了‘炒

菜式’研究方式。黄先生强调，做研究不仅要知其

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才能较好地开展研究，才有可

能超过国外。鉴于大多数研究人员在大学本科阶

段所学的半导体物理与研究所需要的半导体物理

存在较大的差距，他亲自为全所研究人员授课，每

周半天，坚持了10个月。通过黄先生的授课，全所

科研人员钻研问题、特别钻研物理问题的风气大大

变浓了。”

朱邦芬总结了黄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

究所时，学术研究和学术风气的变化：“在黄昆先生

的主持下，半导体所建立了包括半导体物理理论研

究和实验研究的物理研究室，促进半导体物理、器

件和材料研究三者更好的结合，而这往往是半导体

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黄昆鼓励科研中

扎实、有新意的想法和做法，在全所提倡创新的观

念，并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研究人员。黄昆在离开

所长岗位、重返科研第一线以后，又提出半导体超

晶格微结构是半导体科技未来发展的突破口，是半

导体物理、材料和新器件三者的结合，为此他团结

全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建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微

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设立了国家攀登项目，并且

亲自坚持在科研第一线工作，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研

究成果，‘黄-朱模型’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性工

作。黄昆作为学术带头人，开创并发展了中国在这

一新兴领域的科学研究，使得中国在这个新兴领域

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

4 “黄昆先生对我一生具有决定性影

响”

1981年，朱邦芬从清华大学固体物理专业研

究生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物理研究室

理论组工作，成为黄昆先生的学生和助手。从

1985年到 2000年，他和黄昆先生一直在同一个办

公室工作。朱邦芬对黄先生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多

次表示：黄先生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在做学问上，朱邦芬与黄昆先生一起工

作10多年，长期受到黄昆先生的教育和指导，合作

发表了 10余篇论文。朱邦芬院士常说，自己有幸

成为世界上受黄先生教育最多的一个科研工作

者。黄昆先生的治学之道，强调学习知识和创造知

识的自主性，喜欢从第一原理开始研究问题，提出

科学研究“要做到三个‘善于’，即要善于发现和提

出问题，尤其是要提出在科学上有意义的问题；要

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因为只提出问题

而不去解决问题，所提问题就失去实际意义；还要

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这些对朱邦芬

帮助和影响很大。

其次，黄先生思想活跃，特别喜欢讨论和辩

论。他待人平等，使得年青人与他讨论学术问题和

交流无拘无束。朱邦芬与黄昆在同一个办公室工

作时，他们几乎每天上班都要先讨论各种问题，特

别是讨论物理问题，也经常会辩论，有时甚至很激

烈。黄昆先生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从头开始、追究

到底的研究风格，一直持续到晚年。这既是一种工

作状态，更是一种研究方法，也迫使朱邦芬思考更

多的问题，学到更多的东西，也使得研究问题更加

深入，无形中得到了更好的成长和教育（图5）。
再次，在道德品质上，朱邦芬总结道，“黄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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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志纯洁、律己极严、极端谦虚、公正不阿，在任

何时候具有公仆意识、珍惜国家经费、学风纯正，所

有这些崇高品质难得地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而这

些都反映在他平时工作和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上，无

形之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非常大。这大概也是黄

先生为我们留下最宝贵的财富（图6）。”

5 黄昆先生平淡、朴素的生活方式

一身洗得退色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顶黑色

绒线帽，一双阅尽沧桑又充满慈祥的眼睛。黄昆先

生在中国半导体和固体物理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

贡献，可称得上中国科学领域一位泰山北斗式的人

物，但他一生低调，不为世事名利所动，远离喧嚣过

着平淡生活。

“黄昆先生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学术地位是非常

高的，但他非常谦虚谨慎、非常低调，平时生活也非

常简朴，他与夫人李爱扶先生都很享受平淡、简单

的生活，不喜欢铺张和折腾。”朱邦芬院士说。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面对各种荣誉和奖励，这

对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老夫妇捍卫了自己宁静的

生活（图7）。

6 夯实集成电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与突破

半导体芯片是信息社会的基石和核心。集成

电路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硬

件基础，推动了以计算机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互联

网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先进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步入了信息化时代，

使世界各国人民享受到了信息化社会的便捷，也促

进了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朱邦芬回忆：“黄先生曾经和我在办公室多次讨

论，中国半导体技术和晶体管在20世纪50年代起步

时与日本差不多甚至略有领先，为什么后来两国大

图5 黄昆与朱邦芬讨论学术问题

图7 黄昆和妻子李爱扶

图6 朱邦芬院士为《科技导报》“纪念黄昆先生

诞辰100周年”专刊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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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集成电路和芯片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朱邦芬说：“半导体集成电路虽然很小，但却是

一个综合性非常高、复杂度非常大、投入极大、市场

竞争极端激烈、高度垄断的系统。中国半导体芯片

落后的原因不是简单的由某个原因造成的。除了

当时政治运动干扰、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等因素外，

还存在国内多部门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投资分散且

强度低、科研与生产脱节、基础材料和工艺水平不

过关、不重视产品的成品率和开拓市场、不重视基

础研究和创新等各种原因。”

对这个问题，黄昆先生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他曾归纳总结出一条规律：越是国家重视的学科，

该学科的基础科学研究反而越容易受到冲击。

20世纪50年代的金属和60年代的半导体，都

是国家十分重视的学科，中国科学院集中全国精兵

强将，分别成立了金属研究所与半导体研究所，为

国家的“以钢为纲”和“电子技术革命”战略打基

础。但是回过头来看，作为学科基础的金属物理与

半导体物理，相对而言却是受冲击最大的学科。这

是因为，为完成国家指令性任务，大家聚焦在尽快

做出与国外有同样性能的产品。在完成任务的时

间限制下，研究人员与技术人员会忽略成本与成品

率、拼命地做各种试验，而物理研究则被看作“远水

解不了近渴”，且在政治运动中容易被戴上一顶“理

论脱离实际”的帽子。正是这种急功近利，造成了

中国集成电路长期不能翻身。黄昆先生这番总结，

对于我们今天的科技攻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7 青年科研人要顶住压力，在新时代

绽放自己色彩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使命。朱邦芬院士说，当前这个时代对青年研究

人员来说，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

时代。

一方面，国家需要一大批高水平科研人员，投

入了大量资源，期待科技创新引领国家经济转型，

为青年人成才提供了很多机会和发展的条件；另一

方面，也应该看到年轻科研人员压力“山大”。既有

生活的压力（住房、小孩上学），也有研究的压力。

目前，许多单位对科研人员研究工作的考核过于频

繁和繁琐、年年考核。有的是每半年、甚至每季度

考核，实行数字化管理。如果研究人员一年没有发

文章、出成果，他们的“生存”就可能会有问题。这

样迫使年青人去做一些容易出成果、“短平快”的项

目，而难啃的硬骨头，不容易短期出成果的重要领

域没有人去做。

因此，建议研究单位和高校要为青年研究人员

创造一个充分信任和宽松的环境，特别是对基础研

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如果刚聘任时就认定他们的

潜力，就应该给予他们充分的条件，给予足够的研

究时间，比如考评期限可以延长到3~5年。对青年

科学家自身来说，尽管压力很大，也要有自己的底

线，一定要守住底线，比如学术诚信问题。青年科

学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自己发展制定一个比较长

远的计划，遇到困难，不要轻易放弃，只要方向正

确，坚持下去定会有收获。读书这么多年，我们总

是要对国家、人民有所回报（图8）。

图8 朱邦芬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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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邦芬院士举了一个他自己的例子。他笑着

说：“1981年我去半导体研究所时，已经成家，但没

有地方住。我们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人很好，让我晚

上在他的办公桌上架一块木铺板，第二天早上收

掉，睡了半年。我爱人挤在半导体研究所女生宿舍

里，林兰英先生把她在女生宿舍午休的床让给我的

孩子晚上睡觉。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在半导体所

‘分居’了半年。现在住房再困难，比那时总要强多

了！”朱邦芬院士虽然很轻松地讲，但对我的震撼很

大，这样一位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对生活的坦

然和热爱、对学术研究的真诚和执着追求，让我想

到朱院士形容黄先生那句“越伟大，越纯洁”，这样

的形容放到他自己身上也再合适不过了。

朱邦芬院士用爱因斯坦在居里夫人纪念仪式

上的一段话来评价黄昆先生：“第一流科学家对于

时代和历史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

的才智成就还要大。”这就是伟大的科学家，这就是

中国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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